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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大搞“治安强

化运动”以巩固统治，而“伪化”教育便是其中的重要

一环。日伪向沦陷区、游击区①学生灌输亲日思想，

并对教员威压控制，妄图使其屈服，成为日伪顺民。

中共坚决予以反击，推进抗日教育，争取学生和教

员，充实敌后抗战的群众基础。与中学、大学相比，

小学是“伪化”教育的“重灾区”，也是“反伪化”教育

的“重点区”，故本文着重阐述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

“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小学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并不如同一时期

的军事斗争，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与阶段性特征，但大

体可以1941、1943年为节点分期。1941年以前为前

期，学校遭日伪军事破坏，中共推动学校重建，“伪

化”活动泛滥。1941-1943年是中期，日伪推行亲日

教育并控制教员，中共则推进抗敌教育并争取学生

教员参与抗日，“伪化”与“反伪化”斗争陷入胶着状

态。1943-1945年是后期，游击区与敌占区多数小学

为中共所争取掌握，多数学生与教员受动员参与抗

战活动，“反伪化”斗争取得重大成果。需注意的有

两点：一是“伪化”不完全等于“宣抚”，两者虽有交

集，且常相伴施行，但“宣抚”针对全体民众，手段多

为拉拢怀柔；“伪化”则多针对学生与教员，手段是怀

柔与威压并举(“宣抚”是“伪化”的一部分)。二是“伪

化”不完全同于“奴化”。两者亦有交集，但“奴化”是

日伪洗脑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殖民地教育，多在敌占

区：而“伪化”是日伪以洗脑、收买、整肃、镇压等多重

手段(“奴化”是“伪化”的手段之一)，妄图使学生与教

员服从日伪控制的政治攻势与政治动员行为，多在

游击区与敌占区。敌后战场有三类小学，即中共控

制的抗日小学、日伪控制的伪新民小学与介于两者

之间多由原私塾发展而来的“中间小学”。中共与日

伪均意图在巩固对己方小学控制的同时，争取对方

小学和“中间小学”服从己方的领导和管理，故小学

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多体现为双方围绕敌后战

场小学实际领导权的政治博弈与争夺。

“伪化”概念内涵丰富，学界有关“伪化”与“反伪

化”的研究亦经历了长期过程。20世纪末，与此相关

的研究尝试有二：一是根据地教育建设，二是日伪

“奴化”与根据地“反奴化”教育，均为初始的概况性

研究。②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抗日根据地教育建设

方面的研究减少，开始出现对“奴化”教育的个案分

析，并有了以杂牌军“伪化”为主题的研究。③2010年
以后，抗日根据地教育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所发展，出

现了对日伪“奴化”教育政策策划与实施过程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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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有了以日伪“宣抚工作”为主题的研究。④前辈

学者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但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既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

节和不足，比如有关抗日根据地教育建设的研究多

叙述教育体制机制沿革，“奴化”与“反奴化”研究多

聚焦教育内容与方法、手段，二者均未突破教育工作

的范畴，而“伪化”研究亦未拓展，并未涉及教育领域

的“伪化”与“反伪化”斗争。且上述研究多依赖中文

史料，缺少日文资料的佐证与中日史料的互证。可

见，“伪化”与“反伪化”斗争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

间。“伪化”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一环，“反伪化”斗争是

中共敌后抗日运动的重要内容，故研究“伪化”与“反

伪化”斗争有利于全面地把握日伪侵略与中共抗战

的基本内容。本文希望以中、日文史料论述“伪化”

与“反伪化”斗争的内容、影响，揭示中共抗战的中流

砥柱作用。

一、日伪的小学“伪化”活动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伴随着“治安强化运动”

的展开，日军持续加大“伪化”活动力度，其手段主要

有军事破坏、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等。日军的军事

破坏活动多为破坏学校设施、捕杀学生与教员，晋察

冀根据地原有小学在抗战初被日伪摧毁殆尽。⑤与

此同时，日军也不断加大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的

力度。

“伪化”活动的重点是小学，究其原因有三：一是

小学生心智单纯，易被哄骗。日军认为，成年民众易

因战争惧怕日本兵，但小孩却可被“皇军之温情”“感

化”⑥，故宜“利用(学童尚处)启蒙期，宣说抗日毫无意

义，共产思想与中国精神悖逆”⑦，麻痹学童抗战意

志。二是中国传统家庭重视亲子之情，掌握小孩亦

可对其父母施加影响。“即使视日军为鬼子的中国父

母，眼见日兵爱护自己孩童之事，也必然生起好

感”⑧，故“需利用小学生教育波及其家庭”⑨，“通过儿

童可轻易把握民众之心理”⑩。三是着眼长期侵略意

图，谋划控制中国下一代，以待其成年后成为“亲日

派”。日军认为“若培育纯一无杂念之童心”，“待当

下儿童达到成年期后，(中日间)真正之合作亦为可

能”。故日军认定，从孩童入手实施思想洗脑与政

治控制是“最大捷径”。

在思想洗脑上，日军竭力推行“体现王道”、实行

反共“新民主义”的所谓“新民教育”。日军强令各地

小学复课、学童复学。每到一处，必命调查当地学童

人数，并遣汉奸翻译遍查各家，责令儿童到伪新民小

学(以下简称“伪小学”)就学。或役使伪政府调查户

籍，逐户动员儿童到伪小学就学。为便于就近控

制，日军又大搞“集中小学”，即在其控制据点和村庄

内集中新建伪小学，并实施“大乡”活动，调查登记适

龄儿童，又强令各村派学童到据点村或岗楼内的“集

中小学”内就学，其余外围地区小学则一律取缔。

日军费尽心机网罗学童，如博望县某村，因不给送学

童，日伪便强行没收各家锅具，并叫嚣“送几个学生

来，才能把锅领回去”。此外，日伪还强迫小学教员

到据点受训，并充任伪小学教员。

伪小学授课贯以“新民课本”美化日军侵略罪

行，并以日语教育鼓吹中日“亲善”。日伪不断组织

编写宣扬“新民主义”思想的“新民课本”，日军宣抚

班也编制日语教科书、反共读本等，一同配发各小学

使用。限于部分地区的印制与配发能力，日军也常

沿用旧私塾的四书五经课本，妄图以“弘扬东洋文

化”“尊奉孔孟之教”之名，行遏制抗日思想传播之

实。总体来看，日军控制的县城附近多使用伪教

材，距县城较远处则多“普及四书五经之类”。伪小

学大搞“亲日教育”，常集合学童教员灌输“防共亲

日”思想，日军守备队长每周也到校进行“亲日教

育”训话。课上不允许讲中国历史地理，却大谈日

本“明治维新”过程，还悬挂日本国旗，组织学童合唱

日本国歌。日军认为，“学习他国语言，易对他国抱

有兴趣，增进对他国的理解”，故伪小学课程多以日

语为主。如在山西运城伪小学课程中，与日本相关

课程的授课时间占总体授课时间的六成，其中日语

课时间又占四成。日军还与伪小学共同组织文娱

活动，制造“亲日”氛围。如募集中日儿童书画作品

举行展览会，邀请各小学青少年训练团员参观；或

教日本歌曲，与日本儿童交换书画、做游戏等，试

图以此淡化和磨灭中国学童的民族意识与国家

观念。

日伪还加大对“新民教育”授课的监督力度。日

伪特务常搞突击审查，甚至以小股部队袭扰各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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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还时常派员在各村流动巡查。日军警备队多次

召集村长与教员，申明严禁“排日教育”，强令实施

“亲日防共教育”，并要求采用“防共读本”或旧私塾

教材；警备队则任命“宣抚将校”“巡视各村加以监

督”，还委任“特别巡查将校”来“监督指导”。日伪

还遣人常驻学校监督，有的学校以警备队队长为顾

问，另遣日军将校或下士军官为“宣抚官”常驻学

校。在一些地方，日军派汉奸充任教员，甚至亲自

操刀，任用有教学经验的士兵在闲暇时协助开展日

语教学；或由警备队派有文化的下士军官充任日语

教员，汉语教员则由受过教育、得到各村村长保证并

通过警备队考察的“亲日教育家”充当。

在政治控制上，日军贯以小恩小惠收买学童人

心。日军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分发点心和小物

件。在一些地方，驻防日军常集合附近村庄的学童

听留声机，或发放装有文具、点心、仁丹、膏药、绘画

书的慰问袋。每周“卫生日”时，向学童发放肥皂，

组织他们到附近小河清洗身体。或开车接送学童

参加观摩会，或发给旅费强迫学童去平津等地参

观。或以日本儿童名义，赠送中国学童糖果玩具，

或在广播电台举行中日儿童交流，或设置免费学额，

鼓吹“奖助清寒学生，无力向学者得遂入学之愿”。

日军也不忘以利益收买教员，如提高教员工资

等，但鉴于教员受抗日思想影响的风险较大，故以

整肃为主。为此，日军相继成立“教员指导讲习会”

等组织强迫教员加入，并强令各村教员每周到日军

驻地参加“共同教育”，又令所谓“优秀教员”每月或

每两月入城接受进一步培训。在一些地方，日伪每

逢周日便召集县内教员入城培训，灌输“新民主义”，

实施日语教育，并举行测试以进行“思想检查指

导”。有的地方还组织集训，如在延庆，日伪每年暑

假必集中教员入城集训，或十天或半月，由日本人上

课灌输奴化思想。日军常在训练班中发展特务，派

汉奸学童监视教员言行，或检验学童思想以审查教

员的教学工作。一些地方甚至还设立了专门负责

“监督指导”教员的“日本督学官”。

日伪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使敌后抗日教育工

作遭遇极大挫折，部分抗日小学与“中间小学”蜕变

为伪小学。伪“维新课本”“国定课本”在敌后战场的

小学中大为泛滥，日伪的小恩小惠使部分学童受到

蒙骗，因而对日军“感恩戴德”。日军记述称，当地儿

童“待我态度如慈父”。丰宁、滦平一带儿童皆知

“日满一体”，十几岁的学生不知有祖国，甚至说中日

战争乃“大日本皇军为‘正义’来打蒋政权与共产

党”。据涞源城关解放后的测验，20个小学生中竟

有 3人称自己是日本人。学童家长和亲属也被蒙

蔽，对日军产生好感，“经由孩童争取其父母、兄弟姐

妹，卓有成效”，“学生的亲戚兄弟也成了亲日人

士”。“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亦可波及其家庭”，部分

民众“偶尔还会到访守备队，慰问日军官兵”，“宿营

地内军民一团和气”。日军认为，日语教育“成果良

好”，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亲善”，对“确立亲日排共思

想的贡献不可估量”，日语学校对“提升治安(水平)
有重大效果”。

部分学童受日军思想荼毒，甘愿为日军做仆从，

沦为小汉奸。日军行军时，“小孩最先跑过来，为其

带路并进行翻译”。日军甚至抽调日语较好的学童

为代用翻译，随同参与侵略行动。日军评价称，学童

翻译是“极为便利(获取)的珍宝，其效用极大”。日

军设立的北平“日华学园”之类的儿童学校，旨在“培

养优秀的翻译员、密探、马夫、牧夫等军属人员”，有

的学童甚至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甘愿做日本侵华的

马前卒。如雄县某完小 240名学生中竞有 230人加

入伪特务组织“忠勇团”，部分学童还加入了日伪

“青少年团”，“其成绩胜强于保卫团”。

二、中共的小学“反伪化”斗争

针对日伪的军事破坏、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活

动，中共有针对性地实行了三项反击措施，包括完善

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与加强政治争取，是为“反

伪化”斗争。起初因日军疯狂实施军事破坏，故中共

大力实施重建与完善教育系统的工作。

完善教育系统的内容有三：一是重启教学工作，

二是新建管理机制，三是新订抗日教材。在经费异

常紧张的情况下，中共投入大笔资金重建小学校舍，

号召学童与教员复课，并将学校改组为“抗日小学”，

在教学中宣传抗战必胜。为保证大部分学童就学，

中共颁布了强制入学命令，同时为减轻学童家庭的

经济负担，还“实施免费教育奖励，开辟贫困子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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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路，并努力奖励学龄儿童就学”，包括为学童提

供免费宿舍、教材，并每月发放1—2元津贴。日军

评价称，这足以体现中共“在重大困苦中，推进抗战

建国教育”一事。中共还狠抓师资建设，除动员有

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充任教员外，还强化对教员的技

能培养。中共中央发文指示，各地需开办教员训练

班或讲习所，并在中心地区设立师范学校，训练培养

小学教员。如山东根据地要求，动员在农村的原有

教员、知识分子、私塾先生和敌占区知识青年，开办

师资训练班、短期师范班，举行教员资格鉴定，还要

求半数以上的教员接受半个月以上的训练。冀鲁

豫分局也实施了小学教员轮训制。

新建严密的管理机制是完善教育系统工作的重

点。1939年后日军政治控制力度的加大，使中共深

刻认识到加强小学组织动员工作的重要性。旧中国

小学教育体制涣散，学校各自为政，缺少对敌工作的

统一领导，因而给了日军笼络并控制小学学童与教

员的可乘之机。鉴于此，中共中央于 1940年发文要

求，每村需建一个初级小学，每乡建一个中心小学，

每区建一个两级小学或完全小学，形成小学网。

“以中心小学兼管乡村教育行政”，“以中心小学带

动一般小学，开展教育辅导，提高教学质量”。中心

小学可对周边普通小学实施“指导、监督和勉励”，

“明确各校工作状况与困难问题，共同谋划改进”，

“使各项教育工作与战争实际相适应”；中心教学教

员可给予普通小学教员“进修教育及时事问题讲

解”。县教育主管部门对各校“随时进行巡回监督

指导”，学校每月上报报告，主管部门“依据报告及

巡视结果区别各校工作优劣”。行政运行上，“一

切决定事项，先传达至区政府及区高级小学，再由

其立刻传达至中心小学，中心小学再立刻传达至所

属各小学”。

中共很清楚，伪课本的长期泛滥势必毒害学童

心灵，旧有课本充斥着四书五经等封建内容，也无法

满足抗战的迫切需要。故中共在严令禁止边区小学

使用伪课本的同时，也加紧组织人力编写新课本。

因各个地区的条件与需求不同，课本并没有统一版

本，但大多注重宣传抗日思想，介绍抗战相关的政治

常识。日军调查称，中共课本着重“痛斥日本侵略，

呼吁国共合作，宣扬中国共产党之爱国态度……比

较日支经济力、国土大小和与第三国关系，高唱长期

抗战之必胜”。中共还督促各校改革授课内容，增

加政治教育相关课程授课时间，缩减其余文化教育

课时间，其中“救亡常识”“救亡歌曲”占比很大，体育

课完全改成军事教育，“废除非急需或不必要的课

程……讲授抗日或作战上必要的课程”。

在完善教育系统的基础上，中共也有条不紊地

开展灵活教学工作，其中有“游击教学”“两面教学”、

隐蔽教学等模式。面对日伪的大规模袭扰与“肃正”

活动，如何维护稳定的授课环境是敌后战场小学教

育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共考虑到，如延续旧有固定

集中的教学模式，则易遭日伪势力干扰和影响，故将

学童队伍化整为零，分队流动开展教学，这便是融合

游击战术精髓而成的“游击教学”模式。“游击教学”

奉行“敌来听课，敌走上课”的原则，上课地点四周

布置联络哨、通讯网，日伪未出动时实施集体教学，

日伪一旦出动即行分散，由小组长组织教学，待日伪

返回再复课。该教学模式有利于缩小学校目标，降

低学校与学童遭遇敌伪破坏和捕杀的风险，被广泛

应用于游击区距日伪据点较远的区域。

中共亦认识到，如学童常处于游击流动中，势必

对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

中央指示推广“小先生制”，选拔学童中的优秀分子

担任“小先生”，协助教员指导学童学习，保证授课进

度。一般按年级将学童分成若干组，每组有学童充

任的组长(即“小先生”)一人，组长先受教于教员，再

教育该组学生。教员不在时，由组长负责督促本组

学童学习。此外还实施分队教学，学生不离本村，

教员轮流到各村授课，在甲村上课时，乙村由成绩较

好的“小先生”带领自学，或由教员解答后再传于其

他学童。同时，还组建儿童团，作为“党和政府在国

民教育方面的第一个助手”。儿童团常巡视各小

组，随时向教员汇报上课情况，传达教员信息，并站

岗放哨，保证学童安全。

“小先生制”与儿童团的结合，使得小组授课质

量与安全均得到提升和保障。学习小组“化整为零，

化零为整”，神出鬼没，常在距敌较近处等敌人意想

不到的地方展开秘密教学，游击教学的效能得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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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挥。日军在研究后也肯定了二者在游击教学中

的重大意义，并将其视为中共小学“教化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中共尝试选拔优秀儿童任

“小先生”可谓“建立组织教育的初步(基础)”，组建儿

童团则有助于“强化教育与抗战的一元化风气”。

“游击教学”是中共敌后战场应用最多的教学工作

方法。

在游击区距日伪据点较近的地方，因日伪封锁

极为严密，较难保证游击教学的安全；或有的地方敌

我争夺较激烈，形势严峻，从事游击教学比较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实施“两面教学”就显得很有必

要，其学校称为“两面小学”。两面小学常伪装成伪

小学，如迎门挂孔子像，墙壁贴“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之类标语，书桌上放伪课本。日伪教育视察员来

时，即拿出四书五经或日伪课本予以应付，视察员一

走，便又换上抗日课本。如敌人监视较严，则只晚

上用抗战教材，或将学生带到野外授课。为防走漏

风声，让低年级大声念书唱歌，以掩护中高年级上抗

日课；或给中高年级学童上抗日课，低年级只学识

字。该法在敌占区亦有应用，多教伪课本，但相机

加以“批判教学，予以揭穿和消毒”。

在部分距敌较近地区或敌伪常巡查的小学，则

实施更为隐秘的“隐蔽教学”，其学校称为“隐蔽小

学”。上课地点多在学生家中或地堡、地道内，且事

前并不通知第二天授课地点。每日放学前，教员仅

告知组长(即“小先生”)次日上课地点，由其于次日带

其他学生赶来上课。同时，严密岗哨，力求安全。有

的地方还将此法与地道战术结合，实行“洞口教学”，

在有洞口的屋内上课，一有敌情，马上钻入洞中。

如河北定县第20高小授课时注重隐蔽，并在房上、树

上广设瞭望哨；或让民众坐在门口劳作，一旦有敌

情，立即发暗号，指示学童躲避。该校还提出“一人

一堡垒”口号，开挖地下堡垒，进行隐蔽教学，共挖掘

153个地下堡垒。

总的来说，游击小学、两面小学、隐蔽小学均坚

持抗日教育，与抗日小学并无二致，实乃抗日小学因

地制宜的产物，三者各有适用地区。巩固区基本由

中共控制，但仍不时遭遇日伪“蚕食”与“伪化”教育

渗透，故“反伪化”教育多以“敌伪来时即转移”的“游

击教学”为主。游击区长期存在中共与日伪间的争

夺，遭遇日伪袭击破坏较多，故除“游击教学”外，还

实施“表面亲日，实际抗日”的“两面教学”，二者一动

一静，有机配合。敌占区基本受日伪控制，但因中共

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开辟了部分“反伪化”阵地，

以“隐蔽教育”为主。需注意的是，上述内容仅为一

般性归纳，实际斗争情况极为复杂。依敌我势力对

比等因素，上述模式在不同区域均有分布。实际上，

“两面教学”“隐蔽教学”实为“游击教学”的变体，三

者常结合使用。有的学校，低年级因以识字为主，故

学伪课本；中年级备两套课本，平时学抗日课本，敌

人来时摆上伪课本；高年级则以隐蔽教学、分散教学

方式，学抗日课本。这有利于减轻日伪对敌后小学

的袭扰和控制，保证敌后抗战教育的正常进行。

面对日伪怀柔与威压并举的政治控制手段，中

共在强化抵制措施的同时，也加大政治争取工作的

力度。针对日伪的“集中小学”措施，中共号召坚决

抵制。各小学多采取软磨办法，拖延不送儿童就

学。如遭敌人武力威胁，则选派一批政治可靠的儿

童暂时应付。待其归来后，进行“消毒”以祛除“敌

人的奴化教育”。或将计就计，让学生到“集中小

学”就学，伺机侦察日伪岗楼据点内部情况。针对

日伪的威逼利诱，中共给予儿童“应敌教育”，教其

应付日伪盘问。如日伪发现学校，则拒不承认自己

是学生；如日伪已发觉学生身份，则只承认有算术、

识字课程，绝不承认有抗日、国语、政治等课程；生

人打听学校时，也要否认有学校存在。中共还在

学童中开展“五不运动”，即“不告诉敌人一句实

话”，“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不报告地洞和粮食”，

“不要敌人东西，不上敌人当”，“不上敌人学，不参加

敌人少年团”。

针对日伪对教员的整肃训导，中共严令禁止教

员到日伪控制区受训，或有计划地派人参加，受训归

来后加以适当教育。与此同时，从党政民各部门抽

调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从事教育工作，使党员在小学

教员中的占比达到1/3或1/5，促进正面引导教育。

中共还设立小学教员救国会，意在培育教员的抗战

爱国热情。一旦发现教员的“(抗战)认识程度”有“低

下或不足者”，一律取消教员资格，强令参加“进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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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另外，对教员实施检定，检定标准有政治认

识、文化程度、教学能力、思想意识，凡有违犯抗战行

为者，剥夺其检定资格。甚至还向日军控制的据点

学校派遣教员，私下进行抗日教育。日军评价称，

中共训练教员，使其掌握了“在日军占领区适应民族

革命(工作实施)的教育方法”，“巧妙穿插抗日理念，

推进指导教育”。

中共还积极争取并改造“中间小学”，联络伪小

学，使其转向拥护抗战。中共有计划地领导和组织

“中间小学”，使其“里红外白”，表面应付敌人，实际

实施抗战教育。对伪小学，则在打击的同时加强政

治争取，尤其注意争取和掌握伪教员。或派遣抗日

教员打入伪小学，或教育争取伪小学个别教员从事

抗日教学与宣传工作。有的地方以通信谈话、介绍

读物等方式团结伪小学教员，使其倾向抗战，逐步改

造伪小学。工作推进中颇注重方式方法，如该教员

是本地人，则经由其家属亲戚搞通关系，叫出来个别

谈话教育，或让其到根据地参加教员训练班。如是

外地人，则调查其家乡出身，找出来谈话。如不易争

取，则设法撤换掉，换上抗日教员。伪小学学童也

是争取的重要对象，中共常请伪小学学童轮流来抗

日隐蔽小学上课，揭穿日伪“奴化”教育的本质。同

时，以抗日小学学童教育伪小学学童，如先晓之以

理，感化伪小学学童，再让其每日向抗日小学学童报

告上课内容，由后者对内容进行批判，如不明白就问

抗日小学教员，后再告诉伪小学学童。中共正是通

过这种方式教育伪小学学童，使其支持并加入抗日

斗争，并将伪小学逐步改造成表面效忠日伪、实际宣

传抗日思想的两面小学。中共要求，需“利用敌方学

校，发展己方教育工作”，并揭露敌方的“欺瞒阴谋”，

“发挥教育的战斗性”。

三、小学“反伪化”斗争的成果

在斗争实践中，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

加强政治争取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小学“反伪化”

工作。其中，完善教育系统提供物质基础，灵活教学

维护工作安全，政治争取保证人力供给，三者确保了

“反伪化”斗争取得丰硕成果。

完善教育系统建立起“反伪化”斗争的坚强工作

机制。其中，重建校舍与狠抓师资等措施使遭到日

军破坏的学校机构得以初步恢复，为“反伪化”斗争

的开展奠定了物质与人才基础。同时，在经过一番

艰苦努力后，中共亦建成以“中心小学”为核心的学

校管理机制，实现了教育工作的“一盘棋”，为集中力

量实施“反伪化”斗争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灵活教学使抗日小学教育免受日伪的冲击破

坏，抗日教育得以安全有序进行。在游击教学模式

下，小学授课不拘定式，学生自带板凳蒲墩，随地上

课，一有敌情立即分散转移，小学日益成为“冲不垮

的堡垒”。游击教学隐蔽性极佳，日伪慨叹束手无

策。日伪虽持续发起“肃正”袭击行动，但敌后小学

教育并未遭受较大破坏，即使部分情况下遭受一定

打击，也可在短时期内恢复正常授课。一些学校经

“扫荡”后，原需两个月才可复课，后来只需一周甚

至2—3天。两面教学与隐蔽教学亦极大降低了小

学遭受日伪袭扰与破坏的风险。如定县第 20高小

隐蔽教学工作严密，日伪曾在一天内反复搜查15遍
均无果，该校开挖的地下堡垒亦多次躲过敌伪搜查

“清剿”。

政治争取使伪小学学童与教员归心抗日事业，

很多“中间小学”和伪小学逐渐接受中共领导，成为

抗日两面小学，抗日小学数量不断增多。如晋察冀

边区 48个县内 1938年接受中共领导的小学有 4898
所，1940年增至7697所，1941年又增至8000所以上；

1938年中共领导的小学有学童 22万 460人，1940年
增至46万9416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伪小学数、

学童数则持续减少。如在 1943年初-1944年初，冀

中区第十专区8个县的“抗日隐蔽小学”“抗日两面小

学”和“敌伪小学”的数量和就学人数发生了极大变

化。(见表1)“集中小学”学生寥寥无几，特务教员成

了“空军司令”。中共掌握的小学学生及学校数量

不断增加，中共教育的“渗透势力日益扩大”。日军

称，中共小学就学儿童数逐年增加，“表明彼等工作

进度进展之一面”。

抗日教育使学童免遭日伪“亲日教育”的蒙骗，

认清了日军的侵略者本质，培育和激发了学童的坚

定政治立场与浓烈爱国热情。在与日伪斗争中，涌

现出许多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极大支援

了敌后抗战活动。如被砍断手指却宁死不屈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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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温三玉，被烧得皮焦肉烂却仍不吐一字的张六

子。学童抗日情绪高涨，对日军侵略行径怀有强烈

的反抗意志，时人有言“晋察冀游击区的孩子不会

哭”。日军称，“小学儿童抗日意识短时期内异常旺

盛……村内儿童皆对皇军士兵面露极具敌意眼神

……对民族战争之自觉认识已相当彻底”，“极度厌

恶日本人”可视为“儿童思想教育发挥之效果”。

学童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动

员工作。一是动员儿童参加儿童团。华北抗日根据

地儿童团员数在1940年已达60万人。二是动员儿

童到抗日小学就学。晋察冀边区1943年春展开入学

“突击周”“突击月”活动，因儿童组织严密、号召力

强，大大提高了当地学童入学率。如阜平县八区入

学率达 86%，完县南峪村达 96%，平山县 28个村达

80%，井陉县洪河村则全员入学。三是动员学童家

属参与抗敌斗争。实践证明，村干部无法说服的人，

有时竟被小孩感动了；许多别人动员不了的家长，常

被自己孩子动员出来。在学童影响下，教员也点燃

爱国热情，“不再关起门来教书，知道关心与群众运

动”，“配合与联系战争、生产救灾的斗争”。学童发

挥了“密切联结”大众与救亡运动的“媒介”作用。

学童还广泛参与社会教育工作。他们常在村中

冬学内充任教员或“小先生”，或者组成识字组，自

己任组长，“即知即传人”，将所学知识传授给民众；

若遇不认识的字，则先到小学把字认识，再去教民

众。“小先生”亦有集体、个别两类，前者在学校从

事教学工作，后者赴各家教习识字，或父母弟妹，或

亲友乡邻，有的“小先生”还找3—10个年龄相仿的儿

童做自己的学生。学童还自创各式教育方法，如设

立识字牌，教来往行人或聚集闲谈的民众认字。日

军称，识字班、小学等启蒙文化活动“最简明直接地

开辟了抗日与‘赤化’之道路”，中共“教化工作”对

群众抗日意识的影响“不容乐观”。

学童还积极参与抗敌宣传活动。各中心小学组

织儿童宣传队，在周边设立板报，内容有抗日新闻、

漫画、街头诗、歌曲、标语等。小学中的儿童团亦常

结成宣传队、合唱团宣传抗战思想，还参与当地民众

组织的救亡运动集会。有的地方还组成歌咏队、秧

歌队、剧团演出，宣传生产、时事、拥军等抗日政策，

写春耕标语。学童成为“宣传队”，广大小学构成

“宣传网”，如“敌情变化，参军参战……除奸防特等

中心工作”都经此迅速地宣传到千家万户。

学童抗敌意志高昂，积极投身抗日一线。有的

地区组建儿童优抗队，帮助抗属生产、送饭、抬水，麦

收时亦组队帮助抗属收割；有的地区组成儿童纠察

队，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还有的地区则广泛参与

战时宣传，空室清野，协助运输、护送伤兵等工作。

日军也承认，学童参与各种救亡团体，对救亡工作

“抱有相当热烈的情绪，努力加以实干”。部分学童

经受“保护干部教育”，还参与了掩护保护干部的工

作。如干部来村，则自动找其接洽，协助隐蔽；如来

村之事被日伪发觉，则以群众面目谎称干部为亲戚，

将其藏匿。定县第20高小两年间共营救247名县级

干部。学童的应敌技能得到强化，使干部行动更有

保障。

学童甚至还参与了地下工作。如面对日伪强要

学生，定县第20高小挑选优秀学生，施以短期训练，

嘱其如何应付日伪教员，团结争取伪小学学生。到

校不久，适逢伪青少年团改选，学生们竟当选主要职

位，夺取了领导权。他们暗自行动，很快将抗日宣传

品送入日伪内部。日军称，“志愿从事密探活动之

少年布满各处”。部分学童接受过反情报培训，积

极参与除奸防特。晋察冀边区完县、唐县、曲阳三县

学童抗战五年间共拿获汉奸 90人、汉奸嫌疑犯 432

资料来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第221、224页。

表1 冀中区第十专区8个县小学数与就学人数

时间

1943年2月
1943年9月
1944年初

抗日隐蔽小学

小学数

132
251
422

就学人数

830
3090
21050

抗日两面小学

小学数

220
368
482

就学人数

2667
8850
15570

敌伪小学

小学数

3355
237
90

就学人数

2662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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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少教员也参与战时情报传递工作，甚至直接

参加战斗，接敌侦察，主动袭击敌人。日军称，中共

“灌输抗日民族意识一事，可谓令人不寒而栗。尤其

今日小学学童背弃青年支那(理想)，对其成长期待愈

大，此感可谓愈深”。

四、结语

小学“伪化”活动是抗战相持阶段后日军“治安

强化运动”在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措施。日军先后采

取军事破坏、思想洗脑、政治控制等手段，妄图将学

童培养成日本侵略者的顺民。为粉碎日军图谋，中

共先后采取完善教育系统、灵活教学、政治争取等措

施，从而拉开了“伪化”与“反伪化”斗争的序幕。

在抗敌实践中，中共认识到，“没有文化教育思

想斗争的地区，则武装或政权斗争的胜利，长期坚持

也就没有保证”。故中共尽力将“反伪化”与游击战

相结合，尤其注重汲取游击战术精髓，运用到“反伪

化”斗争中，使“反伪化”融入而成为敌后游击战争的

有力补充。这让小学教育工作的性质从“抗战教育”

上升为“教育抗战”。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华北根据

地创造了“游击教育”的“奇迹”。

需注意的是，“反伪化”斗争的胜利亦得益于许

多因素，主要有二：一是教育体制改革为“反伪化”提

供了组织支撑。为提升根据地小学教育质量，中共

实施了小学教育体制改革。以山东为例，其具体措

施有改革学制、改编教材、设立抗日小学，改良私塾、

强制使用抗日教材，改善教员待遇、培养师资，筹措

教育经费。上述措施有利于恢复并改善小学教育

体制，支援“反伪化”斗争的实施。不过，除改编使用

教材、设立抗日小学外，其他措施均与“反伪化”措施

相异，故教育体制改革与“反伪化”有重大区别。“反

伪化”的本质是政治动员，意在动员、争取学童教员，

以实现对其的掌握与领导。新建管理机制意在加大

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力度，新编抗日教材意图强化

思想教育，使学童与教员投身抗战活动，灵活教学则

意在降低上课遭日伪军事偷袭的风险，维护抗敌教

育的正常进行。三者均统一于旨在加强对学童教员

掌握的目标。二是生产互助运动夯实了“反伪化”的

经济和群众基础。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军民利用旧

有劳动互助形式，进一步动员组织，广泛开展生产互

助运动。这使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粮食等重要物

资丰产，助力经济的平稳运行，为“反伪化”的开展提

供了物质保证。同时，生产互助亦促成民间生产联

合体的发展，以经济纽带实现民众经济动员，为推进

“反伪化”等政治文化动员奠定了群众基础。此外，

生产互助中积累的“劳武结合”组织经验，即“战争准

备与春耕准备合一，武装组织与劳动组织的合一，特

别要加强村与村的情报联络工作，作到轮流保卫与

突击”，亦为“反伪化”中将游击战术融入教学工作

提供了启发。

对中共而言，“反伪化”斗争成功地争取到学童

对革命事业的支持，有利于党的抗日思想传播到一

般群众。以学童为先导，牵动其家长，可使更多群众

投身抗日事业。此外，因“伪化”与“反伪化”斗争的

主战场是游击区与敌占区，故“反伪化”斗争的胜利

更可瓦解日伪的统治基础，并与军事游击战相配合，

推动敌后抗日斗争的发展。学童是新生力量，学童

的支持也使中共革命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具

生命力、战斗力。经受“反伪化”等一系列革命斗争

的洗礼，中共也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动员群众的经验，

收获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日军称，中共“小学工作”

旨在“提升(文化)常识与(推进)未来建设”，现已“收获

相当的效果”。中共“实施共产教育训练，逐次争取

儿童、青壮年、妇女阶层中有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民

众，谋划扩大共产区域”，“谋划通过教育，逐次……

争取民众，扩张势力”，“实现冀中地区的赤化”。群

众的坚定支持为日后中共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

基础。

注释：

①抗战时，华北敌后战场可大体分为中共控制的巩固区、

日伪控制的敌占区、中共与日伪争夺的游击区。小学的“伪

化”与“反伪化”斗争主要发生在敌占区与游击区。

②相关研究成果有居寅：《晋察冀边区中小学教育初探》，

《河北学刊》1985年第 1期；曹剑英：《晋察冀边区教育史》，河

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建民：《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反奴化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
年第9期。

③相关研究成果有何德廷：《抗战时期杂牌军的待遇及其

伪化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 6期；刘茗：《晋察冀边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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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史稿》，解放军出版社 2005年版；谢洁菱、周蒋浒：《抗战期

间日伪在沦陷区的奴化和伪化教育——以南京地区作个案分

析》，《巢湖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何德廷、辜宗秀：《杂牌军

伪化探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④相关研究成果有申国昌：《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小学教

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 3期；王显成：《北京市伪

政权对中小学的奴化教育》，《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
期；徐志民：《战时日本对华奴化教育决策研究》，载臧运祜等

主编：《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有关史料及其研究》，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73—396页；王飞朋：《山东日伪政

权奴化教育研究(1937-1945)》，山东师范大学 2013年硕士论

文；李常宝：《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研究》，《安徽史

学》2018年第5期；黄彩霞：《“不拿武器”的侵略：日本对华“宣

抚工作”与“宣抚文学”研究刍议》，《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

6期；李常宝：《抗战期间中共太行根据地小学教员生存样态探

微——以襄垣县为中心》，《史学月刊》2018年第9期；张汉静、

王鹏飞：《抗战初期山西晋北地区侵华日军宣抚班研究》，《史

志学刊》2019年第 5期；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宣

抚班”(1937-1940年)述论》，《青海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张

汉静、王鹏飞：《侵华日军宣抚班“教化”活动研究——以华北

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史志学刊》2021年第 1期；王萌：《日本

在华北沦陷区的宣抚班及其“宣抚”工作》，《日本侵华南京大

屠杀研究》2021年第 3期；王萌：《谋心：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

宣抚工作(1937-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⑤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

战争时期》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29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1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⑧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4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703000、
『北支情報記録関係書類』、昭和13-14年。

⑩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6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0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7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东北书

店1948年版，第122、134页。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

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 (1937.7—
1942.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3、238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9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31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48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27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中共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延庆人民革命史(1937-
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 13页；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

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200、『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 14
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6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6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7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7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45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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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35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29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1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

研究会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セ项五年总结 (1937.7—
1942.5)》，第238页。

《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八路军

军政杂志·第 1卷·第 5期至第 8期》，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版，第23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57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46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 14年 6月中旬；JACAR(アジア歴

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6000、『治安工作経験蒐録』、

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中共延庆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延庆人民革命史(1937-
1949)》，第13页。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审编委员会编：《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第 2册·回忆录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

版，第632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4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版，第325页。

新教育学会编：《解放区群众教育建设的道路》，第122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9100、
『治安工作境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08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91300、

『治安工作経験蒐録』、昭和14年6月中旬。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48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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